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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

苏若林　唐世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之间互动的动态机制。通

过归纳和推理，笔者发现，联盟维持和管理的机制是相互制约，两个变量

———盟友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通过相互制约的核心机制影响

联盟的命运。按权力对比，联盟可以区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按

联盟内部的国家意图，联盟可以区分为防御性联盟和进攻性联盟。这样，将

至少有四个 “理想型”联盟，每一个 “理想型”联盟都存在自身特有的互动

动态。总的来说，在对称性联盟中，若盟友意图一致，则彼此相互制约易于

成功，联盟容易管理；反之，则不易管理。在非对称性联盟中，只有当强国

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弱国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时，相互制约才相对困

难，联盟才较难管理。文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俄联盟、２０世纪中叶的

中苏联盟以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的美日联盟作为案例，对本文提出的联盟

管理理论进行验证。

关 键 词：机制　联盟管理　相互制约　权力对比　意图匹配程度

作者简介：苏若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安全战略之一，联盟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

题。其中，联盟的建立和联盟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最关心的两个方

面。相比而言，联盟管理，特别是盟友为管理联盟而进行的互动，却较少被

谈及。实际上，联盟管理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本文是在苏若林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苏若林的研究得到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务学院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科研项目资助。本文也是唐世平关于联盟问题更系统的研究项

目的一部分。

《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６～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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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 □　

　　一方面，如果我们将联盟的建立作为联盟政治的起点，那么联盟管理就

是起点之后的整个过程，是联盟成员国做出系统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方面。

换言之，联盟与战争的关系、联盟的行为、联盟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都

是发生在联盟管理的背景下。只有理解了联盟管理，才能理解联盟政治的全

过程。另一方面，盟友围绕管理联盟而进行的互动会影响其与联盟外国家的

交往，并最终影响国际政治大环境。例如，中国与苏联在联盟关系中失败的

互动迫使中国与美国缓和关系，从而直接改变了东北亚的冷战对抗格局。此

外，联盟的破裂源于盟友之间管理联盟互动的失败，而联盟的破裂和重组又

会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联盟管理应该成为联盟研

究的核心议题之一。①

为此，本文将着重分析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的互动机制。全文包括五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将引入后文理

论分析的前提条件、厘清重要概念的含义；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理论部分，文

章先按照实力对比和意图两个变量将联盟划分成不同的类型，随后讨论了各

类联盟内具体的盟友互动过程；第四部分是案例研究，文章选取了一战前的

法俄联盟和二战后的中苏联盟、美日联盟作为案例。

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的联盟理论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联盟的建立。以现实

主义为代表的主流联盟建立理论认为，联盟的建立是为了应对出现的威胁或

者平衡其他国家的权力或利益。② 还有学者将目光转向其他可能导致联盟建

—７—

①

②

尽管 “同盟”也是学界的习惯用法之一，但为了保持文章用词的一致性，除引文外，本文
一律使用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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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因素，如相同的意识形态、① 共同的国内政治体制②等。但是，这些关

于联盟建立的理论尝试大多是基于 “联盟 （一定）是防御性的”这一假设，

很少涉及 “进攻性联盟”（具体含义见下文）。③ 其次是关于联盟与战争的关

系。对该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存在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联盟容易引发

战争，而有些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联盟不倾向于引发战争。④ 例如，权力

转移理论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强调联盟的成立与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必

然联系，但联盟促进了权力平衡，当权力大体平衡时就会引发战争；而均势

理论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则认为，权力大体平衡时战争不易爆发，

联盟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些学者根据联盟内部盟友

的数量来探讨联盟与战争的关系，他们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得出联盟越大、越

容易卷入战争的结论。⑤ 然而，这些研究共同的缺失就是将联盟一视同仁，

没有进行基本的类型学区分。事实上，不同类型的联盟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

不同的，而上述观点都只是看到了联盟与战争关系的不同侧面。第三，联盟

内政治的研究。对联盟内政治的研究是联盟理论中最为欠缺的部分，也是本

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具体来说，现有的对联盟维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和联盟管理 （ａｌ－
ｌｉ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研究，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着重分析某个联盟内部盟友之间的互动及其联盟管理。总的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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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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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中，无论是 “防御性”还是 “进攻性”均没有任何道义的判定，

他们仅仅是描述联盟性质的两个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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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三个联盟获得了普遍的关注，即美欧联盟 （以 ＮＡＴＯ为代表）、① 美

国在东亚的双边联盟 （以美日联盟为代表）② 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联盟 （以中

苏联盟为代表）。③ 受到研究题目的局限，这些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大多只限于

解决单一联盟的问题，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例如，斯坦利·霍夫曼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认为，在西方阵营中，美国和西欧存在着五个方面的

分歧 （如对世界的看法等），他进一步指出，上述分歧主要是由双方在地理、

历史、国内政治要求和政治文化四个方面的差异造成的。④ 诸如霍夫曼这样

的讨论一方面只是进行简单的原因罗列，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美欧互动机

制；另一方面，正如其文章标题所示，这个结论仅限于西方阵营，显然无法

为我们理解其他联盟提供普遍的借鉴意义。

第二，倾向于研究联盟管理的某个侧面。例如，某些研究利用公共产品

理论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ｇｏｏｄ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等经济理论来解释联盟内部的搭便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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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象；① 或者将联盟管理等同于盟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讨价还价；②

又或者着重讨论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对联盟管理的重要作用，如外部威胁③等；

此外，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或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理解联盟管理。④

特别是自从１９８４年格林·斯奈德 （Ｇｌｅｎｎ　Ｈ．Ｓｎｙｄｅｒ）的 《联盟政治中

的安全困境》这篇重要论文发表之后，⑤ 将联盟内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所做的

讨论大多都集中在 “被抛弃”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和 “被牵连” （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

这两个因素上。这些讨论认为，对上述两个结果的惧怕是联盟的核心动力机

制，盟友间的互动都是围绕这两个机制展开的。此外，另一个受众多学者关

注的焦点是盟友在战争中的承诺问题，这基本上可视为 “被抛弃”和 “被牵

连”问题的延伸。在冷战时期，承诺问题又与 “延展性威慑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ｄｅ－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紧密相连。⑥

事实上，斯奈德的讨论并不能为我们理解联盟内政治提供一个全面的图

景。首先，将害怕 “被抛弃”和 “被牵连”视为机制性的解释其实是一个误

区。“被抛弃”和 “被牵连”是失败的联盟管理的两个可能结果。换言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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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联盟管理不佳，可能的结果就是 “被抛弃”或 “被牵连”。而对这两者的恐

惧只是影响联盟管理的因素之一，并非机制。它并不满足关于机制的定义
（详见下文）。具体来说，这种恐惧尽管在联盟内部产生变化，但是它既不是

一个过程，也无法将可能影响联盟管理的各个因素串联起来，故而这种恐惧

不能被视为联盟管理的核心动力机制。其次，斯奈德将其联盟理论直接建构

在对 “被抛弃”和 “被牵连”的恐惧基础上，却未发现在各类联盟中盟友对

这两者的惧怕程度是不同的，并且不同程度的恐惧会对联盟管理产生不同的

影响。同时，他也没有解释何种因素会导致或左右这种恐惧，而是将其作为

一个恒定的变量。换言之，他认为所有的联盟都会通过同样的恐惧路径来进

行管理。然而，正如下文将展示的那样，由于联盟自身特性的不同，会存在

不同程度的恐惧，最终导致联盟管理方式产生较大差异。

总而言之，尽管前人为我们理解盟友管理联盟时的某些行为提供了一些

可借鉴的解释，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普遍的联盟管理的核心动态———一

个既不专属于某个联盟、也不局限于联盟内部某类问题的动力机制。这样的

核心动力机制必须根植于联盟内部，需由联盟本身的一些特性所决定。而对

联盟内部动力机制的忽视或误解将不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联盟管理。

要想理解联盟破裂或维持这一普遍现象，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机制。对于联

盟内政治核心动力机制的探讨，一方面可以在理论上填补相应的空白，完善联

盟管理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联盟维持和破裂这一重要事实。

概念与前提条件

在进一步探讨联盟管理机制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些核心概念。

１．分析背景

这里要特别强调以下四点。（１）联盟政治在和平与战争的框架中会有不

同的运作模式。① 战争状态下，由于存在迫切需要应对的共同敌人，②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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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Ｗｅｉｔｓｍａ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ｌｅ　Ｅｎｔｅｎｔｅ”，ｐｐ．７９－１１３．

正如有学者所讨论的，不可否认，外部威胁是影响联盟凝聚力或者联盟管理的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但是，本文意在抛却一切外部因素的前提下，来探讨由联盟本身特性而导致的盟友互动过
程。故而，为了便于研究，如共同威胁、联盟外国家等外部因素将不再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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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盟友之间的协作会相对紧密，彼此之间的协调也相对容易。① 而在非
战争状态下，外在压力较小，盟友间的互动更为复杂，同时也更能够反映普
通情况下盟邦围绕联盟管理的交往过程。故而，下文分析的都是非战争状态
下的联盟管理。（２）联盟维持是本文讨论联盟管理的动力机制的前提。尽管
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互动妥协的失败必然导致联盟的破裂，但是联盟的破裂
并非单纯源于盟友之间互动的失败，它可能还由其他一些原因所导致，例如
联盟建立之初所设定的任务的完成 （如共同敌人的消失）、盟友自身政治状
况的改变 （如国内政权更迭）等。因而，除失败的盟友互动外，下文的讨论
将不再考虑其他可能导致联盟终结的因素。（３）对联盟崩溃的一个显而易见
的解释是国家利益 （或者目标）的不同或者冲突。但是，恰恰因为这一解释
太 “显而易见”，所以它事实上是乏力的。一方面，由于没有两个国家的目
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国家目标的不同作为一个常态并不能解释联盟的不
同命运，至少还需要说明利益在多大程度上的不同才能导致联盟的崩溃。另
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建构主义早就告诉我们，国家目标并不是一个独
立的变量，因此，用国家目标的不同来解释联盟的崩溃是不够的，甚至是偷
懒的做法。② 最后，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意图要比目标更为关键。③ （４）联
盟成员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无疑也是影响联盟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
如，盟友之间的权力分配从原来的大致相当变成了非常不平衡）。但是，在
下文将要讨论的联盟中，这一因素不太重要，所以本文也不详加讨论。２０世
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 （和泡沫）确实给美日联盟的管理带来了一定
的调整，但是因为美国在联盟中的超强控制力 （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美日
联盟在这一时期并未经历太多的动荡。在我们考察的时段，法俄两国在法俄
联盟中的力量对比大体稳定。类似地，中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在中苏联盟裂痕
出现的时段也没有大的变化。事实上，这一时段 （１９５０～１９６９）中国相对于
苏联的实力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 （见下文，特别是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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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但也不尽然，具体还要视盟友成立联盟的初衷、战争结果等因素。参见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Ｗｅｉｔｓｍ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ｌｅ　Ｅｎｔｅｎｔｅ”，ｐｐ．７９－１１３．

更加详细的讨论参见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ｃｈａｐｓ．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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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机制

本文采用经唐世平修正过的马里奥·邦格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的对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的定义，即 “机制是存在于实际系统中的一个过程，它可以引
发或者阻止整个系统或者其子系统的某些变化”。① 机制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机制是一个过程；其次，机制能够引发或者阻止变化；第三，机制能
够将某些因素串联起来，从而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 （反过来说，因素只能通
过机制才能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

３．进攻性联盟和防御性联盟
进攻性联盟和防御性联盟的区分主要视其成员国的战略意图而定。如果

一个联盟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则该联盟为进攻性联盟；反
之，若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占优，则该联盟为防御性联盟。而优势地位的评
判主要考虑该类国家的数目和整体实力等方面。

意图是一个国家实现其目标的战略偏好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②

按照意图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国家分为两类：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 （下文简

称进攻性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 （下文简称防御性国家）。进攻性国
家通过故意损害他国的利益或安全来实现自身安全；而防御性国家则除极端
状况外，一般不会通过故意损害他国利益或安全来实现自身的安全。③

对于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分类，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一个国家的战略
偏好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国内外条件下，国家的意图可能会发生改变。一
方面，一个国家有可能一开始是进攻性国家，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逐渐
转变为防御性国家。另一方面，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执政风格，他们对国

家的定位以及战略选择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本文通过考
察不同领导人执政时的战略偏好来确定该国的意图。④ 正是由于成员国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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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７，

Ｎｏ．４，１９９７，ｐ．４１４．邦格更强调前两点，而唐世平强调了第三点，并且指出这一点对于寻找机制具
有重要意义。参见唐世平正在进行的研究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ｐ．３１．
这样的操作在定性的案例研究中是可行的，但在大样本的研究中则相对困难，而且容易出

现主观判定失误。因此，在定量部分的研究中，我们对意图的操作将有所不同，不过其基础逻辑是
一致的。定量部分将在我们之后的研究成果中具体论及。我们的讨论将表明，目前对进攻性和防御
性联盟的编码 （ｃｏｄｉｎｇ）的办法 （比如Ｌｅｅｄｓ的讨论）都是有一定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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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变性，联盟的性质也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成员国性质的变化而变化。

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

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国家的战略意图也相应变得更为复杂。各国可

能会在不同议题上存在不同的战略偏好。例如朝鲜战争后，美国在朝鲜问题

上表现出进攻性的意图，而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上则比较倾向于防御性。

为了方便研究，下文将从整体把握国家的意图，除非特别提出，否则将不再

考虑特例问题。

４．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

联盟的对称性主要考察的是盟友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否悬殊。如果成员国

中有一方的物质力量明显强于其他国家，则该联盟为非对称性联盟；而如果

成员国之间物质力量不分伯仲，则该联盟为对称性联盟。这里我们沿用唐世

平和龙世瑞发展的一个相对更加简洁而有效的指标来度量：① 当一国的ＧＤＰ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ＧＤＰ，百万１９９０年国际元）与该国的人均ＧＤＰ的积 （１９９０年

国际元）是另一国的两倍或以上时，则联盟是非对称的；而如果低于两倍，

则联盟是对称的。从表１可以看出，法俄联盟是对称性联盟，而中苏联盟则

是一个极其不对称的联盟。

相对困难的情况是对于多边联盟的对称性划分。在一个多边联盟中，国

家的实力对比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１）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

成员国，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其划分为非对称性联盟；（２）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国家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这几个国家的实力基本相当。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很难断定其对称性。一方面它具有非对称性的特点———大国和小国之

间有较大的实力差距，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该

类联盟也具有对称性的特点。针对第二种情况，为了便于研究，下文将其简

化为对称性联盟来考虑。这是因为在这类联盟中，大国与小国的互动虽然存

在，但其在联盟管理中的重要性要远远低于实力雄厚的盟友之间的互动。对

于大国来说，与同等实力的盟友处理好关系更为重要，只要处理好与他们的

关系，联盟就能够持续下去，即便有些实力弱小的国家对某些问题不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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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世平、龙世瑞： 《美国军事干涉主义：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１年第９期，第８４～１１１页。这个指标不仅容易操作，而且数据来源更广。该指标尤其适合考察
国际冲突，因为人均ＧＤＰ大致可以度量技术水平 （石油国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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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自身的实力，他们也很难做出根本性的改变。①

表１　对称性联盟 （法俄联盟）与非对称性联盟 （中苏联盟）

法俄联盟：实力对比

法　国 俄罗斯

ＧＤＰ总量
（百万１９９０国际元）

人均ＧＤＰ
（１９９０国际元）

ＧＤＰ总量
（百万１９９０国际元）

人均ＧＤＰ
（１９９０国际元）

１９００年② １１６７４７　 ２８７６　 １５４０４９　 １２３７

１９１３年 １３４２３０　 ３８４５　 ２３２３５１　 １４８８

实力对比

１９００年
法国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俄罗斯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１．７６

实力对比

１９１３年
法国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俄罗斯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１．５０

中苏联盟：实力对比

苏　联 中　国

ＧＤＰ总量
（百万１９９０国际元）

人均ＧＤＰ
（１９９０国际元）

ＧＤＰ总量
（百万１９９０国际元）

人均ＧＤＰ
（１９９０国际元）

１９５０年 ５１０２４３　 ２８４１　 ３９９０３　 ４３９

１９６９年 １２５５３９２　 ５２２５　 ５７４６６９　 ７２２

实力对比

１９５０年
苏联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中国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１３．７６

实力对比

１９１３年
苏联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中国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１５．８１

５．“被抛弃”和 “被牵连”

“被抛弃”简单来说就是遭到盟友的背叛， “被抛弃可能有许多具体形

式：盟友转而与敌人结盟；盟友脱离联盟，废除联盟条约；盟友未能很好地

履行其明确的承诺；抑或未能在意外事件中提供自己所期望获得的支持或援

助。”“被牵连是指一方因维护盟友的利益而被卷入一场冲突，并且该利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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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多边联盟中小国更容易出现搭便车的现象。

我们的数据均来自 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ＥＣＤ，

２００３．之所以我们没有用１８９１年的数据是因为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２００３没有俄罗斯在１８９１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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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国无关或只部分相关。”①

“被抛弃”和 “被牵连”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静态的，这种关系的动态性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正如斯奈德所提到的，“被抛弃”和 “被牵连”

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削弱其中一个就会助长另一个。”② 一方如果不想 “被

抛弃”，则需要采取合作的策略，严守联盟承诺，那么该国在降低被盟友抛

弃的风险的同时，也会增加自己被盟友牵连的危险。反之，如果该成员国不

想 “被牵连”、采取相对疏离的联盟策略，那么其被盟友抛弃的风险就会增加。

其次，对于 “被抛弃”和 “被牵连”这两种结果的恐惧也有自身的动态

关系。这两种惧怕按其内在逻辑其实体现了联盟的两个特性———帮助与束

缚。“被抛弃的代价大小大多视该国自身对联盟的依赖程度而定；而被抛弃

的可能性则主要看盟友对联盟的依赖和承诺的程度；”“被牵连的代价大小取

决于盟友间利益的不协调程度以及预计的战争成本大小；而被牵连的可能性

则赖于盟友与其对手冲突的激烈程度、其独立承担冲突的信心及其对联盟的

承诺程度。”③ 因此，惧怕 “被抛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联盟本身对该国的重

要性，而惧怕 “被牵连”则反映了联盟对该国的束缚。 “当对 ‘被牵连’的

惧怕胜于对 ‘被抛弃’的惧怕时，联盟成员国要么会放松他们的整体联盟承

诺，要么会在后来盟友与其对手的具体争端中减少支持。”④

联盟管理的机制

我们认为，联盟管理的机制是相互制约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ｉ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原因如下：首先，相互制约是个过程。众所周知，联盟之所以能够维持就是

因为盟友们在面对问题时可以相互协调和妥协，而这个妥协过程就是盟邦之

间的相互制约。其次，相互制约能引发变化。相互制约是指在联盟内部一方约

束另一方行为的同时，自己的行为也受盟友约束的过程。具体来说，如果盟友

间能够相互制约———这意味着各方行为时都还忌惮于他国，则盟友们能够就所

面临的问题进行妥协，那么联盟关系就能继续；若盟友间相互制约失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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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ｌｅｎｎ　Ｈ．Ｓｎｙｄｅｒ，“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４６６－４６７．
Ｉｂｉｄ．
Ｇｌｅｎｎ　Ｈ．Ｓｎｙｄｅ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３０８．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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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均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盟友间无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那么联盟就难

逃破裂的命运。简言之，相互制约能够引发整个联盟体系的变化。最后，相互

制约这个过程能够很好地将影响联盟管理的因素 （如对 “被抛弃”和 “被牵

连”的恐惧等）串联起来 （详见下文分析）。综上所述，相互制约符合既有的

对机制的定义，满足成为机制的条件，故而可视为联盟管理的机制。

然而，具体到联盟管理的过程，就并非单纯的相互制约机制所能解释，

还需要找到影响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通过对诸多的联盟历史的考察，

我们认为直接影响相互制约机制的浅层因素有二：一方是否有能力强制约束

另一方；一方是否有意愿被制约。而影响这两个浅层因素的深层因素则是实力

对比和盟友意图的匹配程度这两个变量。实力对比是指在联盟中盟友实力大小

的分布结构。而盟友意图的匹配程度则指盟友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战略意

图，这有三种可能：同为进攻性或同为防御性或者分属不同的意图。实力对比

和意图匹配程度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相互制约机制的深层因素，是因为实力对

比决定了一方是否有能力强制约束另一方，而意图匹配程度则更多地决定了一

方是否有意愿去和盟友妥协。然而，与盟友妥协的意愿并非仅仅受制于意图匹

配程度这一个变量，在某些条件下，实力对比也能够对其产生影响 （见图１）。

图１　相互制约机制运作过程 （一）

一方对盟友的强制约束能力可谓相互制约机制中的 “物质力量”，其相

对客观、不易变更，而与盟友妥协的意愿则可被视为该机制中的 “精神力

量”或 “心理力量”，它相对主观，不同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很

容易理解强制约束力是如何影响相互制约机制的，但是受制意愿却并非与相

互制约机制直接相关，它是通过控制联盟成员国的恐惧而起作用的。正如前

文所述，对于 “被牵连”和 “被抛弃”这两种结果的恐惧一直贯穿盟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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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始终，这种恐惧会因盟友不同的实力、意图状况而存在差异。具体来

说，可能有些国家更惧怕 “被牵连”，而有些国家却更害怕 “被抛弃”。实力

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这两个变量正是通过影响成员国的恐惧来制约其管理联

盟意愿的。按照实力对比和意图情况将联盟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联盟存在

着不同的恐惧模式，这种恐惧模式与实力对比、意图匹配程度的互动决定了

在该类联盟中盟友之间能否成功地进行相互制约 （见图２）。综上所述，我们

可以概括出实力对比和意图匹配在相互制约机制中起作用的具体过程 （见图

３）。下文笔者将按照实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两个因素把联盟进行归类，并

结合恐惧、强制能力来详细分析各类联盟中盟友之间的互动过程。

图２　相互制约机制 “心理力量”的运作过程

图３　相互制约机制运作过程 （二）

（一）对称性联盟

在对称性联盟中，盟友之间的实力较为接近，这就意味着盟友在彼此的

安全保障上所能贡献的力量大致相同，因此不存在一方更依赖于另一方的情

况。换言之，盟友间的权力和义务是比较对称的，彼此相互制约的能力不分

伯仲，这使得各盟邦对 “被牵连”和 “被抛弃”的恐惧也是相对对称的，所

以单纯从实力角度无法判断哪一方更为恐惧哪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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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可以引入第二个变量，即意图的匹配程度。进攻性国家希望

通过损害他国利益来维护自身安全，而防御性国家则倾向于在不损害他国利

益的同时实现自身安全。因此，对于进攻性国家来说， “被抛弃”比 “被牵

连”更可怕，因为一旦 “被抛弃”，进攻性国家损害他国利益来实现自己安

全的能力将大大降低，并且还有可能存在盟友变成敌人的风险。此外，鉴于

进攻性国家损人利己的战略偏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被牵连”有利于该

国的长远安全，换言之，进攻性国家因其进攻性的战略偏好更容易拖盟友下

水。而对于防御性国家来说，其对 “被牵连”的恐惧要甚于对 “被抛弃”的

恐惧，这是由于 “被牵连”意味着与无关的第三方发生本可避免的冲突，这

严重有悖于防御性国家的战略偏好。反观 “被抛弃”，如若盟友间战略偏好

相似，则该风险较低，而如果战略偏好相左，那么 “被抛弃”对防御性国家

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因此，从施动的角度来讲，在忽略其他条件的前提

下，防御性国家更容易抛弃进攻性盟友。

正如上文所述，在对称性联盟中，由于盟友间实力大体均衡，因此，影

响相互制约成败的是盟友间的意图匹配程度。在盟邦同为进攻性国家 （即进

攻性联盟）的情况下， “被抛弃”的可能性极低，盟友对于 “被抛弃”和
“被牵连”的恐惧也很小，彼此之间协调的意愿很高，从而相互制约比较容

易；而在盟邦同为防御性国家 （即防御性联盟）的情况下， “被牵连”和
“被抛弃”的可能性都很低，他们对此类结果的恐惧也很小，最终相互制约

更可能成功。但是在盟邦意图不一致时，若发生 “被抛弃”的结果，则多为

防御性国家 “抛弃”进攻性国家，而若发生 “被牵连”的结果，除防御性国

家被动应战外，也多为进攻性国家 “牵连”防御性国家。换言之，进攻性国

家对 “被抛弃”的恐惧极大，而防御性国家对 “被牵连”也有极大的恐惧，

这使得各国被盟友约束的意愿较低 （见表２）。另外，加上盟友间大致相近的

实力状况，很难出现一方强制另一方改变意图的情形，因此相互制约比较难

以成功，联盟破裂的可能性较高。

表２　对 “被抛弃”、“被牵连”的恐惧与意图的关系

进攻性国家 防御性国家

惧怕 “被抛弃” ○

惧怕 “被牵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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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对称性联盟
相较于对称性联盟，非对称性联盟成员国间相互制约的互动过程更为复

杂，这是由于盟友实力的非对称性使得 “实力对比”这个变量在相互制约过
程中开始起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实力对比对相互制约机制有两方面的影
响：一是决定了一方在意图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强制约束盟友；二是
影响成员国对 “被抛弃”和 “被牵连”的恐惧，从而改变其为维持联盟而被
盟友制约的意愿。

在第一种影响中，强国的实力越强、与弱国盟友之间的差距越大，该国
就越有可能约束盟友，从而成功地维持联盟。其原因在于：一方越强大，弱
小一方脱离联盟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强国对弱盟友的控制力就越强，故
而遇到问题时多以小国的妥协而告终。在该类联盟中，相互制约机制在运作
时也是非对称的，主要体现为强国对弱国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
了一种较为新颖的非对称性联盟的组织形式，即一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驻
军，如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这种联盟形式的新颖之处在于其用驻军的方式
体现出了强国对弱盟友的强大约束力。在这种联盟中，盟友间尽管仍有摩
擦，但是不会影响联盟的维持。这主要源于强国驻军的两层意义：一是驻军
表明了强国保障盟友安全的承诺，降低了弱国对 “被抛弃”的恐惧；二是驻
军证明了强国有实力控制盟友。在驻军的条件下，弱国一般不会与强国在重
大问题上发生冲突，即便有，强国的驻军也能在第一时间威慑弱国。

在第二种影响中，强国因其更胜一筹的实力，在联盟中承担更多的责
任，也必然有更多的自由，因此，一般情况下，① 对于强国来说，“被抛弃”

远没有 “被牵连”可怕。一方面，由于强国在联盟中承担了主要的安全责
任，因此失去一个实力较小的盟友对强国的安全所带来的危险也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强国在联盟中的优势地位导致其不愿因为弱国的安全而
影响自身的权益，所以强国不希望被弱国拉入一场于己无益甚至有害的冲突
中，这就使得强国比较惧怕被弱小盟友牵连。而对弱国来说，情况却恰恰相
反，他们对 “被抛弃”的恐惧远大于对 “被牵连”的惧怕。由于弱国相对依
赖强国盟友来保障自身安全，故而 “被抛弃”对弱国的安全来说可谓致命的
一击；而强国自身卷入的冲突若在自己解决范围内多半不会拖盟友下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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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强调一般情况，是因为存在两极世界这样的特例。在冷战时期，即便是小国的倒戈
也可能影响整体的势力均衡，因此，美苏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十分恐惧 “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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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真的牵连盟友，强国也会因盟友实力有限而不将其作为主要对敌力量。

在盟友意图一致的情况下，非对称性联盟成员国对 “被抛弃”和 “被牵

连”恐惧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实力差别 （见表３）。因此，此类联盟的维持相对

容易，其互动过程为：意图一致性使得各成员国维持联盟的意愿较高，存在

一定差距的实力对比也有利于强国运用强制力来约束盟友行为，最终实现联

盟的正常运行。

表３　对 “被抛弃”、“被牵连”的恐惧与实力对比的关系

实力强大的盟友 实力弱小的盟友

惧怕 “被抛弃” ○

惧怕 “被牵连” ○

而在盟友意图不一致的情况下，① 我们需要综合实力对比和意图两个变

量来考察盟友的恐惧。正如在对称性联盟的讨论中所提到的，进攻性国家更

恐惧 “被抛弃”，而防御性国家则对 “被牵连”更加惧怕。若将实力对比和

意图两个变量的情况简单叠加，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见表４）。

表４　非对称联盟中盟友意图不一致时对 “被抛弃”、“被牵连”的恐惧情况 （一）

非对称性联盟Ａ 非对称性联盟Ｂ

强国为进攻性

国家

弱国为防御性

国家

强国为防御性

国家

弱国为进攻性

国家

惧怕 “被抛弃” ○ ○ ○

惧怕 “被牵连” ○ ○ ○

１．如表４所示，如果强国为进攻性国家、弱国为防御性国家，那么盟友

们对两种结果都会惧怕。但是很显然，这样的结论太过粗糙，并没有说明在

这种情况下，哪种结果更为可怕。因此，在分析此类联盟时，我们需要引入

实力对比和意图这两个变量的互动，以此来解释盟友具体的恐惧状况。实力

—１２—

① 在这种情况下，为简化研究，我们之后的讨论将以双边联盟为例，这是因为主要影响该类
联盟内部互动的是实力对比和战略意图这两个变量，而不是盟友的数量。此外，如定义所示，在这
类联盟中只有一个强国，因此主要互动是发生在强国和其弱盟友之间的。从这两个角度都可以得出：

这类多边联盟和双边联盟的关键互动过程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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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和意图并非分别对恐惧产生影响，而是共处在一个系统中，所以就存在

这两个变量共同影响恐惧模式的情况。因此，我们要首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变

量之间的互动。

在这类联盟中，对进攻性的强国来说，其对 “被牵连”的惧怕相对较

小。一方面，弱国为防御性国家，一般不会主动卷入战争；另一方面，如若

防御性国家被动应战，那么此举也是对强国的挑战，强国加入冲突之中也是

承担联盟条约所规定的责任。而对防御性的弱国来说，则十分惧怕 “被牵

连”，这种惧怕大到一定程度有可能使其通过抛弃强大盟友来脱离联盟，这

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强国在这类联盟中更惧怕 “被抛弃”。首先，强国因

其实力强大，故而利益点相对弱国来说更为广泛，这就意味着强国的大多数

利益点与弱国无关。而强国的进攻性特性，使其很容易卷入与他国的冲突

中，那么此时弱国被卷入与己无关的冲突的风险会很大。其次，弱国实力孱

弱，一场冲突可能对其国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卷入他国的利益

纠葛的情况下，其国内政治、经济等难免受到重创，这是弱国难以承受的。

此外，进攻性的强国为实现自己的安全，不太可能抛弃盟友，尽管对方可能

实力有限，故而对于弱国来说，相较 “被抛弃”，“被牵连”更为可怕。综合

以上考虑，我们可以得出更为精确的结论：在进攻性强国与防御性弱国组成

的联盟中，强国更惧怕 “被抛弃”，而弱国更惧怕 “被牵连”（见表５）。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该类联盟的互动过程尤为复杂。在解决了

实力对比与意图两个变量共同影响恐惧的状况之后，此类联盟的互动过程仍

然不十分明晰。这是因为联盟管理和相互制约的过程是受强制力和意愿共同

的影响，因此，考察最终联盟互动过程时我们还要引入强制力和受强制意愿
（具体来说就是恐惧状况）两个因素的互动。正如我们在概念分析中所提到

的，对 “被抛弃”的恐惧其实反过来证明了联盟对该国的重要性，而对 “被

牵连”的恐惧则反映了联盟对成员国来说可能成为负担。具体到这类联盟，

强国惧怕 “被抛弃”，证明强国不仅不会轻易放弃联盟，反而会运用自己强

大的实力给予弱国压力，从而维持联盟；而弱国惧怕 “被牵连”主要是因为

承受不了无谓冲突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弱国也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得住抛

弃联盟后面临的强国的打击。因此，这类联盟中盟友的互动过程为：强国因

惧怕 “被抛弃”，故而制约弱国的意愿变强，加上自身的实力状况，强国制

约弱国成功的可能性会与双方实力差距成正比，即差距越大，制约越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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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反观弱国，尽管害怕 “被牵连”，但是与强国的实力差距越大，其脱离

联盟所要承担的后果越严重，因而越可能被制约成功。因此，此类联盟的管

理相对容易，并且盟友实力差距越大越容易管理。

表５　非对称联盟中盟友意图不一致时对 “被抛弃”、“被牵连”的恐惧情况 （二）

非对称性联盟Ａ 非对称性联盟Ｂ

强国为进攻性

国家

弱国为防御性

国家

强国为防御性

国家

弱国为进攻性

国家

惧怕 “被抛弃” ○ ○

惧怕 “被牵连” ○ ○

２．如果强国为防御性国家、弱国为进攻性国家，那么通过实力对比和意

图两个变量对恐惧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此时防御性的强国更惧

怕 “被牵连”，而进攻性的弱国更惧怕 “被抛弃”（见表５）。对于强国来说，

其实力强、防御性等特点都使其惧怕 “被牵连”；而弱国的实力弱、进攻性
特点导致其更害怕 “被抛弃”。这就意味着，与其他由单一因素引起的恐惧

相比，这种联盟中双方各自的恐惧程度更深，更难解除。

要理解这一类联盟，我们仍然需要讨论实力对比的第一种影响与恐惧这

对变量的互动。如上文所述，惧怕 “被牵连”意味着联盟是一种束缚，会产

生一定的离心力，如果能像前一种联盟那样得到有效的控制，这种离心力不

至于破坏联盟。但是在此类情形下，强国怕 “被牵连”，需要制约该离心力

的重担就压在了弱国肩上。然而鉴于弱国较逊的实力，制约强国变得很难。

尽管惧怕 “被抛弃”体现了联盟的重要性，能产生联盟维持的向心力，但是
这种向心力来源于弱国，问题仍旧落到了弱国的实力不足以制约强国上来。

因此，其互动过程为：通过实力对比、意图两个变量，得出强盟友惧怕
“被牵连”，弱盟友惧怕 “被抛弃”。弱国因自身实力有限，很难控制强国惧

怕 “被牵连”这一离心力，也无法将自己惧怕 “被抛弃”这一向心力转化为

对盟友的实际制约能力。故而，这类联盟相对难以管理。

综上所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联盟管理难

易的结论：对称性联盟中，若盟友意图一致，则彼此相互制约易于成功，联

盟容易管理；反之，则不易管理。非对称性联盟中，只有当强国为防御性国

家、弱国为进攻性国家时，相互制约难以实现，联盟才较难管理；其他情况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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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盟管理相对容易 （见表６）。

表６　各类联盟相互制约成功的可能性

意图一致 意图不一致

对称性联盟 高 低

非对称性联盟 高

强国进攻性，

弱国防御性

强国防御性，

弱国进攻性

高 低

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了三个案例来进行分析，他们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俄

联盟、２０世纪中叶的中苏联盟以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的美日联盟。之所以

选择这三个案例是因为他们存在一定的内在优点：（１）这三个联盟在地理位

置上分属于不同的区域，因此整体背景非常不同。盟友之间在制度安排、文

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通过这样差别较大的案例，我们

才能排除更多的干扰变量，从而更有效地验证前文提出的联盟管理理论。①

（２）这三个联盟在时间范畴上分属不同的时段，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一个是冷战时期，还有一个一直持续到现在。按照国际政治时代的划

分，② 前者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而后两者则属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

因此这三个案例的国际格局背景十分不同。在初始条件如此不同的情况下，

若仍然能够验证现有的理论，将大大提高理论的可信度。（３）这三个案例可

以有效地考察前文提出的两个变量是如何在相互制约中起作用的。一方面，

中苏联盟和美日联盟在建立之初都是非对称性联盟，而法俄联盟则是对称性

联盟，故而对这三个案例的选取可以使我们对实力对比这个变量进行深入且

—４２—

①

②

尽管关于案例的选择有很多讨论，但是我们大致认为目前最好也最全面的讨论是约翰·格
宁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的讨论。参见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我们这里选取的案例可以理解为格宁所说的 “ｐａｔｈ－
ｗａｙ　ｃａｓｅ”。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Ｆｒｏｍ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ｏ　Ｊｅｒｖｉｓ”，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３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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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考察。另一方面，从后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苏联盟、美日联盟存
在着意图不匹配的问题，而法俄联盟则没有，因此这三个案例还能够对意图
匹配这个变量进行验证。此外，中苏联盟和美日联盟还分别代表了两类不同
情况的非对称联盟。（４）中苏联盟最终破裂，而法俄联盟、美日联盟却维持
了下来。采用这样三个结果不同的案例，能从正反两面更好地验证上述理论
分析。

（一）法俄联盟
法俄联盟始于１８９１年８月２７日。当时，俄国驻法大使与法国外交部长

里博 （Ａ．Ｆ．Ｊ．Ｒｉｂｏｔ）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决定两国 “相互给予外交支
持”。① 此协定为法、俄结盟奠定了基础。１８９２年８月１７日，法、俄两国进
一步签订军事协定，协定规定：当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攻击时，或俄国遭
到德国或奥匈帝国攻击时，双方都以全部兵力相互支援；如果三国同盟或其
中一国动员兵力，法、俄一经得知，不需任何事先协议，应立即将兵力调到
边境。协定原定有效期限与三国同盟相同，但自１８９９年以后就无限延期，

一直持续至１９１７年俄国国内爆发十月革命。协定经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和

１８９４年１月４日俄、法互换批准函件开始生效。至此，法俄联盟使欧洲大陆
形成了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对峙集团，即三国同盟与法俄联盟。

从成立之初到联盟１９１４年参加一战，法俄联盟大致是一个对称性联盟
（见表１）。从国家实力看，法国和俄国大体相当。另一方面，法俄两国一个
是欧洲大陆的老牌霸主，一个是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两国的政治地位
也不相上下。

尽管法俄联盟是以防御德国为目标的，但它并不是一个防御性联盟。这
是因为：（１）法、俄两国期望通过损害德国的安全来实现自己的安全。正如
亨利·基辛格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在 《大外交》中所述：　 “不论法俄的目标
多么不同，两国即有必须结合在一起的现实需要，因为要想达到他们各自的
战略目标，其先决条件便是要击败德国或至少削弱德国。法国是为了不打仗
德国是决不会放弃阿尔萨斯—洛林而必须借重俄国，俄罗斯则心知肚明不打
败奥地利，休想接收奥匈帝国的斯拉夫部分，而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便
明白表示不会坐视俄国攻打奥国。若无法国相助，俄罗斯绝无可能对抗德

—５２—

①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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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① （２）对于其他国家，法、俄两国也都有损害他国安全和利益来实现自

身安全及利益的行为。例如，摩洛哥危机体现出了法国对摩洛哥主权的蚕

食，最终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而俄国在日俄战争前在远东的扩张，以

及１９０７年与英国共同瓜分波斯等都表明它也是一个进攻性国家。综上所述，

法俄联盟是一个对称的进攻性联盟。

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在法俄联盟中，法国和俄国由于不分伯仲的实力

水平，使得双方都不可能在对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强行逼迫其改变原有的想

法；并且，相近的军事实力意味着两国对联盟的依赖程度差不多，使得法俄

两国对于 “被牵连”和 “被抛弃”的恐惧程度十分相近，不存在一国更加恐

惧的状况。事实上，法俄联盟的现实状况也恰好验证了这种分析。尽管斯奈

德认为：　 “俄国比较不担心被抛弃，很显然是因为他认识到了法国对联盟的

高度依赖，”② 但其实这种观点是有失公允的。斯奈德的结论是基于 “俄国与

德国的直接冲突较少，俄国有可能对法德冲突作壁上观”这一判断之上的。

然而，事实上，这种思考太过线性。首先，俄国对联盟在反德问题上也有很

高的依赖。纵然俄国与德国的直接冲突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会在

对盟友这么重要的议题上奉行不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法俄联盟尽管建立之

初有个反英条款，但是其主要目标是反德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那

样，俄国的直接利益点在巴尔干地区，而只有通过对抗德国才有可能实现这

一利益；加之德国２０世纪初一再表现出的支持奥匈帝国的姿态已经严重伤

害了俄国的利益，这使得德国的扩张之于俄国也有切肤之痛。其次，俄国也

同样担心被法国抛弃。斯奈德在后文也提到了，法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使得俄

国领导人担心法国有可能走向与德国和解的道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法俄两国在惧怕 “被抛弃”的程度上是相当的。此外，斯奈德在对惧怕 “被

牵连”的探讨中，认为 “对 ‘被牵连’的恐惧尽管出于系统原因而不可避

免，但是在１９１４年之前的欧洲政治家看来远没有对 ‘被抛弃’的恐惧来得

显著”。③ 基辛格在 《大外交》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欧洲这两个联盟 （法俄

联盟与德奥联盟———笔者注④）相互对峙，彼此猜忌的鸿沟越来越大。不过

—６２—

①

②

③

④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１７３页。

Ｇｌｅｎｎ　Ｈ．Ｓｎｙｄｅ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３０８．
Ｉｂｉｄ．，ｐ．３１５．
顺便提一下，德奥联盟是一个非对称性的进攻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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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冷战时期不同，这两个联盟不畏战；他们更在乎如何维持内部的团

结，对双方可能摊牌却不在意。”① 这种恐惧状况在实力对称的法俄联盟中不

可能是由实力产生的，因此，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对法俄联盟是一个

进攻性联盟的判断。

综合上面的分析，按照之前的理论推断，如果法俄之间的意图不匹配，

那么这个联盟很难维持。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法俄之间有相当高的意图匹

配程度，这成为维系法俄联盟的关键。

上文在讨论法俄的恐惧问题时我们已经提及了，法俄在反德立场上是一

致的。对于法国来说，德国是其安全和利益的最大障碍，因此，如何最大限

度地防御德国、削弱德国是其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而相对法国而言，俄国

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受到德国的严重阻挠和挑衅，这使得俄德矛盾逐渐变得

不可调和。加之，法俄联盟比起 “被牵连”更加惧怕被盟友抛弃，所以，只

要两者能够在容易引发 “被抛弃”危险的议题上进行有效的相互制约，那么

联盟就很容易管理，而法俄联盟意图的一致性保证了两国就此进行沟通的顺

畅。于是，法、俄两国分别于１８９９年、１９０２年、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１２年接连提

高彼此对于联盟的承诺范围，来消除盟友间对于被抛弃的恐惧，如法国和俄

国于１８９９年８月９日互换函件，将军事协定的期限与三国同盟同样改为无

限期以维持 “欧洲均势”。“这就意味着法国将支持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俄国

也将考虑法国在莱茵地区的要求。”② 此外，“伦敦会议后，各国突然之间都

恐慌起来，惟恐采取和解的立场会被视为软弱、不可靠，盟邦会离它而去，

剩下自己单独一国面对敌对的联盟。”③ 为此，各国愿冒更大的风险来加强对

盟友的支持和承诺。这些都表明了法俄两国战略意图的高匹配度所导致的对

联盟维持的强烈意愿。因而，法俄联盟得以成功地维持，直至俄国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造成俄国国内政权的更迭。

（二）中苏联盟

中苏联盟作为冷战格局下重要的战略联盟一直备受关注，但是中苏联盟

的管理却远没有法俄联盟来得轻松。中苏联盟 （１９５０～１９７１）大致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中苏两国经历了一段 “兄弟加同志”的蜜月期；

—７２—

①

②

③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１８６页。

吴机鹏：《试论法俄同盟的矛头指向》，载 《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第９０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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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开始，中苏联盟出现
了裂痕，直到１９６１年以中印边境冲突为标志，中苏联盟名存实亡，或至少
濒临破裂；之后的１９６１～１９６９年间中苏开始了冷战，而珍宝岛冲突则标志
着中苏间的冷战转为热战；１９７１年基辛格访华确定了中美联合抗苏的共同立
场，中苏联盟彻底破裂。

中苏联盟建立之初是一个非对称的进攻性联盟。其中，非对称体现在中
国历经战争摧残，百废待兴，整体实力与苏联相比有较大差距。而联盟的进
攻性则体现在双方当时较强的革命性上，期望通过对外援助或输出革命思
想，帮助他国的无产阶级实现解放。但是这种组合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中苏联盟尽管是非对称联盟，但是这种非对称关系并不是一种绝
对的、小国对大国的依附。一方面，中国仍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无论在中国
领导人看来还是在他国眼中，中国纵然实力稍逊，却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地区
大国。这就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受控于苏联，事事妥协。另一方面，中国
的实力和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建国初期中国国内百废待兴，实力弱小，并
且面临着新政权随时被颠覆的危险，此时中国亟需苏联的各方面支持，故而
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相对隐忍的做法。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经济的复
苏、朝鲜战争胜利对声誉的提升，中国的自主性逐渐增强，苏联之于中国的
强制约束力相对减弱，这就意味着在出现冲突时，苏联很难有能力绝对强制
中国的行为。

其次，中苏联盟的进攻性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冷战格局的确立，苏联
的战略偏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苏联是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国，在冷战背景下
既对体系的稳定负有重大责任，又是冷战结构的受益者，因而向外输出革命
的意愿降低，而是期望通过一种防御性的战略来实现自身的安全。因此，赫
鲁晓夫在权力稳固后，就提出准备与西方阵营 “和平共处”的口号，并且做
出了一些实际的举动，特别是于１９５５年签署了 《奥地利中立条约》。①

与之相反，中国则继续保持了强烈的革命诉求，期望通过改变现有国际
政治格局来获得安全。中苏的战略偏好出现了分歧。这导致苏联更惧怕 “被
牵连”，而中国则更惧怕 “被抛弃”。这种战略意图的不匹配增加了中苏双方

—８２—

①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Ｌａｒｓｏｎ，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ｃｈａｐ．２
ａｎｄ　ｃｈａ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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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制约的难度，使得联盟管理格外困难。另一方面，这种意图的不匹配根

源于中苏不同的权力结构地位，因此很难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从而为中苏联

盟的平稳发展增添了许多障碍。

综上两点，由于联盟本身性质的变化，中苏联盟的联盟纽带在发展过程

中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削弱，原本的非对称的进攻性联盟在盟友间逐渐丧失共

同战略偏好的同时，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如若缺乏有效的

沟通和管理，中苏联盟必然破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中苏两国面对裂痕

时的确做过一些努力进行弥补，但是他们修补联盟裂痕的努力非但没有阻止

联盟的破裂，反而驱动了彼此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还加速了联盟的破裂。

翻阅中苏交往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苏两国大都选择了两类方式来

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即让对方改变来适应自己和自我改变来适应对方。鉴于

中苏在联盟中实力和地位的差异，两国选择的具体措施是有所区别的。

让对方改变来适应自己这一类方式具体体现在中苏意识形态辩论和向对

方施加压力上。在中苏意识形态辩论中，中国试图通过宣扬自己的革命理念

将苏联拉回到原来的革命轨道上来，苏联则希望中国不要那么激进，以免破

坏美苏缓和进程。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 “东风压倒西

风”① 的论断，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以此来

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１９６０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

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开始中苏大辩论，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改变

既有的政策。至于向对方施加压力这一方式，受制于中苏联盟的非对称性特

点，主要表现为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劝说和迫使中国改变政策。例如，赫

鲁晓夫在台湾问题、中印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 “冒险主义”的政策，

试图说服毛泽东追随苏联的缓和政策。此外，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共中

央致函中共中央，对此事表示严重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

而自我改变来适应对方这类方式则具体体现在双方调整自己的政策、做

出一定的让步。中国方面，中印边界冲突之后，中国领导人不仅下定决心避

免联盟破裂，甚至要争取 “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赖着跟他 （赫鲁晓夫

—９２—

①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６、１８日，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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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裂”。① 正是这一决定使得在中苏大论战之

后，中国领导人仍于１９６０年底参加了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并在会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 “有什么事情一起来商量，避免冲

突”。② 苏联方面在一些不触及原则的问题上也进行了让步。如苏联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 “联合舰队”的建议在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之后，赫鲁晓

夫只好作罢。１９５８年，苏联确定把 “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

同措施”作为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这些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

的行动南辕北辙，毛泽东大发雷霆，而赫鲁晓夫则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

有使之产生恶果。③

然而，中苏两国采取的具体措施都未能成功地修补和维持中苏联盟。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前面讨论的中苏联盟的两个自身特点限制了两国采取

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维系联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苏弥补裂痕的具体措

施进一步加深了彼此对于 “被抛弃”和 “被牵连”的恐惧。

在第一类方式中，作为联盟中的弱国，中国面对裂痕、尤其是由苏联一

方造成的裂痕 （如单方面同美国缓和）时，往往会反应比较激烈，采用的中

苏辩论的方式实际上是将矛盾表面化和公开化。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对于社

会主义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反映了国家的某些关键利益 （例如如何看待国际

形势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随着争吵的加剧，双方更难采取妥协的政

策。此外，由于中国在联盟中处于弱势，主动发动这样一场辩论并不能带来

什么实际效果，对苏联的行为约束力很小。而中国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革命

性则使苏联更加惧怕被中国牵连而被迫与美国为敌。所以，这样的做法不仅

不能缓和矛盾，反而在争吵中影响了双方的互信并将两国关系推向破裂的边

缘。

作为联盟中的强国，苏联的措施是与其实力相匹配的。苏联在联盟中拥

有对对方较大的约束力，具有一定的采用劝说和压力政策所需要的实力后

盾。尽管这是强国常用的方法，不过苏联的做法却并未带来很好的效果，这

是因为苏联选择的时机和目标不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性较强，领导人对于世

—０３—

①

②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４１页。

牛军：《１９６２：中国对外政策 “左”转的前夜》，载 《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２８页。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载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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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认识和危机意识使得中国比较敏感，害怕被抛弃。而苏联需要中国所做

的调整恰恰集中在一些触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方面，如希望中国在中印边界问

题上做出相应的让步、收敛对美国的敌意等，这些做法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

不安全感。

因此，总体来看，第一类方式的失败主要源于盟友战略意图的不匹配。

转向防御性的苏联很难继续容忍中国高度的革命要求，并惧怕被其拖入与美

国的对抗中。而继续保持进攻性的中国则将苏联战略意图的转变视为抛弃和

背叛，不信任感陡增。这使双方开始逐渐认识到尽管自己会从联盟中受益，

但这未必能够抵消对方带来的风险。尽管实力占优，但是苏联并没有强大到

足以改变中国的战略意图。因此，第一类方式宣告失败。

第二类方式原本是对维持联盟最有益的，因为双方的让步可以一定程度

上安抚盟友间的恐惧和疑心，但是这类方式仍没有成功挽救中苏联盟，只是

暂时掩盖了双方的矛盾。中国做出对外政策调整的决定是一时之选，不具有

长期性和本质性。中国的调整是基于自身周边环境恶化的现实，并为 “大跃

进”创造国际条件，而看似以联盟为重的决定仅仅是一个口号，具体操作

时，中国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有在分歧问题上做出让步。随着１９６１年

苏阿冲突和１９６２年中苏新疆边境紧张、“大跃进”失败，中国重新改变了对

苏政策，使得这种转变没有长期地持续下去。

反观苏联，其做出的让步只体现在单独涉及中国的一些细小问题上，所

以无伤苏联的总体原则和方针，这就使得中苏双方的裂痕无法得到根本解

决。苏联依旧自行其事，加深了中国对 “被抛弃”的不安全感。中国仍然表

现激进，让苏联更加认识到被中国牵连的可能性。

中苏联盟的第二类修补方法并没有涉及关键分歧，而这恰恰也是由于联

盟自身的两大特点决定的。从中国的角度看，新生政权的孱弱、悬而未决的

台湾问题使其很难主动相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此中国不可能在这个

问题上做出过多的改变和妥协。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身为联盟中的强国，苏

联容易低估盟友的实力、忽视盟友的利益，更不可能为了维持联盟而做出严

重损害自身战略利益的让步。所有这些导致了原本最有可能挽救联盟的第二

类修补方式的失败。

综上所述，随着苏联的战略偏好转向防御性，中苏的意图不对称性增

强，双方的战略利益越发难以调和。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的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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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使得苏联对中国的强制约束力相应变小，苏联越来越难迫使中国配合自

己的步伐。此外，苏联惧怕 “被牵连”使其刻意疏远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

由于惧怕 “被抛弃”又无力强制约束苏联而陷入对联盟的悲观情绪。因此，

中苏两国渐行渐远。中苏联盟在发展过程中意图不匹配程度逐渐增强，实力

不对称性大大减弱，这在降低苏联维持联盟意愿的同时，又使得中国无力强

制苏联，最终导致了中苏相互制约的失败。

（三）美日联盟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签署了 《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简称 《日

美安全保障条约》或 《日美安保条约》），标志着美日联盟正式成立。１９５２年

２月２８日，美日两国在东京又签订了关于实施安保条约的 《日美行政协定》。

该协定与安保条约详细规定了驻日美军的地位及特权，如日本优先向美军提

供航空管理、铁路、劳务及设施，承认美国使用、管理和保卫这些基地及设

施的权利，美国军人及其家属在基地内外享有治外法权等。

美日联盟建立之初是非对称的进攻性联盟。从 《日美安保条约》和 《行

政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美日联盟从建立之初就带有明显的不平等和不对

称的烙印。美国以防止日本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并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之名

牢牢地控制住了日本，特别是 《安保条约》的 “内乱”条款①将美国的这种

绝对权力用条约形式确立下来。尽管在随后的五十年的时间里，美日两国进

行了四次正式的条约修改，但是都没有实现美军基地的撤销。以驻日军事基

地为代表的联盟安排充分显示出美日两国不对称的实力状况，因此，美日联

盟是典型的非对称性联盟。

而联盟的进攻性则主要表现为当时的杜鲁门政府的进攻性战略偏好。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提出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需要支持各 “自由民族”来抵抗 “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

外来的压力”，杜鲁门主义由此诞生。随后，杜鲁门政府对以苏联为首的共

产主义阵营实行 “遏制战略”。尽管许多学者或政治家认为这种选择是出于

—２３—

① 《日美安保条约》第一条规定：　 “在和平条约和本条约生效之时，日本国授权美利坚合众国
的陆、海、空军配备在日本国内及附近，美利坚合众国予以接受。这种军队将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国
际和平与安全，并可用于镇压由于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外部国家的教唆或干涉而引起的日本国内的大
规模的内乱和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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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的目的，① 然而杜鲁门政府的战略偏好却具有赤裸裸的进攻性色彩。当
年乔治·凯南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提出遏制战略时，他认为遏制共产主义最
有效的方法是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性，而非扩充军备、

对苏联进行军事遏制。杜鲁门政府的战略选择却与凯南的本意背道而驰。②

１９５０年６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反共色彩浓厚的第

６８号文件，建议杜鲁门采用军事遏制政策，大规模建设美国军队，扩大美国
的核装备。之后，杜鲁门借由朝鲜战争的契机，迅速获得国会同意，大力进
行军队建设，为反共反苏作准备。

反观日本，日本在二战后即被美国占领， 《对日和约》和 《日美安保条
约》签订之后便由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日本彼时缺乏自卫手段，其思考
的重点仍是如何拥有本土防御能力，故而当时的吉田茂内阁采取的是较为防
御性的战略偏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日本也担心被美国拖入与其他国家的
战争中，但是美国在美日联盟成立之初的绝对优势使得日本很难拥有独立的
外交决策，因此，美日联盟仍具有进攻性色彩，此时的美日联盟是非对称的
进攻性联盟。

伴随着领导人的数度更迭，美日两国的战略偏好在联盟建立之后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美国方面，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中期，杜鲁门的
继任者们尽管仍然敌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并实行遏制政策，但是他
们不再持有一贯的强硬态度，美苏之间的关系在紧张中也有所缓和。特别是
从肯尼迪政府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在核威慑下，美国的
进攻性意图大大减弱，开始寻求与苏联共同管理国际局势。６０年代中期到

７０年代末这段时间内，美国处于守势，战略偏好更加倾向于防御。但是在

８０年代初，里根任内的美国又重拾进攻性意图。１９８１年里根上台，确立了
以赢得冷战为最终目标的对苏政策，具体表现为扩充军备、实行 “星球大
战”计划、压制苏联的经济发展等。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美国的战略
偏好除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表现出进攻性外，都倾向于防御性。小布什推出了
所谓的 “无赖国家”清单，号召其他国家一起予以抵制，而阿富汗战争和伊

—３３—

①

②

理查德·尼克松：《１９９９不战而胜》，谭朝洁、孔岩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版，第５５页。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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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战争便是其进攻性战略意图的有力例证。①

日本方面，吉田茂之后的日本历任内阁尽管在具体的对外政策方针上不

尽相同，但是除小泉纯一郎内阁外都采取了一种相对防御性的战略偏好。例

如，鸠山一郎内阁倡导自主外交，在坚持日美合作路线的同时，也更加重视

中日、中苏关系。１９５５年８月，重光葵外相在与杜勒斯国务卿会谈时虽提及

日本将为自卫而使用军队，② 但是在海外派兵问题上仍十分谨慎。受到宪法

第九条的制约，日本不但不能向海外派兵，就连军事援助也不能提供。１９７７
年８月，福田纠夫首相在马尼拉发表了著名的 “福田主义”演讲，承诺日本

不做军事大国。１９９０年５月１日，日本外务省完成了题为 《日美安全条约今

日之意义》的文件，提出保证日本不走军事大国道路。③ 与之相反，小泉纯

一郎一改前任在海外派兵上的谨慎态度，积极支持日本自卫队前往伊拉克，

并且对中国和韩国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了战略偏好上的进攻性，而

这恰好和同时期小布什政府的进攻性意图匹配。小泉之后的历任内阁尽管维

持时间都比较短，但是战略偏好却相对温和，例如，福田康夫主张发展与亚

洲国家的良性关系，支持建立新的战争纪念场所使之与靖国神社区别开来。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日两国意图不一致的状况主要存在于两个阶

段：一是联盟成立之初，二是里根政府时期。联盟成立之初的情况前文已论

及，此处不再赘言。至于里根政府时期，这种不一致也未在美日联盟内部产

生巨大的分歧。首先，这段时期处于冷战大背景下，里根政府的进攻性战略

是针对苏联设置的。对日本来说，苏联也是其主要的敌人，尽管战略偏好上

倾向于防御性，但是其防御对象也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此

外，苏联问题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即便日本担心美国的进攻性偏好会将日

本拖入无关的对抗，但在日本仍存在美国驻军的前提下，日本也无力摆脱美

国对其的控制。因此，美日两国短暂的意图不一致状况并没有危及美日联盟

的维系。

除了总体意图变化外，美日联盟的管理还受实力对比结构变化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根本颠覆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对联盟维持没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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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致命的打击。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自卫能力的增强，日本对 《安保

条约》不对等规定的不满情绪越发强烈，修改条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例如

岸信介曾明确表示：　 “安全条约是在日本没有自卫能力的时候缔结的，现在

日本已经逐渐具备了相应的自卫能力。日美之间已经相互承认了对等的原

则，迎来了新时代。而且从条约的内容看，在期限、美军基地以及同联合国

宪章的关系等方面，日本对很多地方都不满意。”① 与联盟成立之初相比，日

本开始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以及战略偏好，并且试图脱离美国的羽翼，美日安

保条约经历了四次正式修改②正体现了这一点。

１９６０年的 《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明显地扩大了日本防卫的范

围，扩展了美日地区军事合作，因而增加了日本卷入战争的风险，日本国内

发起反美、反安保运动，迫使岸信介内阁倒台。为此，尽管美国顺应日本国

内政治要求归还了冲绳，但通过租用的方式保留了基地的使用权，同时要求

日本应该担负起本国国防的 “主要责任”，对联盟维系承担更主要的义务。③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８日，宫泽喜一郎首相发表施政演说，其中提出日本要加强外

交独立性，与美国拉开距离，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但是伴随着美国承诺将保

持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美军力量，日本也承诺继续向美国提供国内的设施

和基地，并承担更高比例的军事费用。④ 这些都证明，日本尽管试图走向一

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但目前仍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

总之，美日联盟尽管存在一些裂痕，但是由于美国对盟友的强大控制

力，使得美国对日本的制约比较轻松，联盟管理相对容易。

（四）小结

通过对法俄联盟、中苏联盟以及美日联盟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对称性联盟中，如果盟友之间的意图匹配程度较高，则联盟相对容

易维持；而非对称性联盟中，如果防御性国家为强国而进攻性国家为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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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联盟很难存续 （见表７）。

表７　法俄联盟、中苏联盟、美日联盟管理过程中各影响因素一览表

法俄联盟 中苏联盟 美日联盟

盟友实力对比状况 实力差距不大 实力差距较大
实力差距很大
（一方有驻军）

强国对盟友的

强制力程度
低 中 高

盟友意图匹配程度 高 低 中

盟友间的恐惧状况
恐惧的结果及程度都

比较相似

恐惧的结果及程度都

存在差异

恐惧的结果及程度都

存在差异

盟友间维持

联盟的意愿
高

低 （尽管在联盟破裂
初期中国一定程度上

仍愿意维持联盟，但
是中国缺乏将自己的

意愿强加给苏联的强

制力）

中 （日本有时会希
望脱离美国的保护，
但是美国有维系联

盟的强大约束力）

联盟管理难易程度 易 难 易

结　语

本文通过对盟友间实力对比与意图匹配程度两个变量如何影响相互制约

机制过程的阐述，试图提出一个涵盖更多社会事实的联盟维持和管理的理

论，借此来解释何种联盟更容易管理、何种联盟更难管理。联盟管理并非一

个机械线性的过程，而是各种因素在相互制约机制中起作用的系统过程。以

斯奈德为代表的学者对惧怕 “被抛弃”与 “被牵连”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联

盟管理的理解，但是他们错误地将其视为联盟管理的机制，严重简化了联盟

管理的复杂性。本文提出了联盟管理的机制，即相互制约，它既满足成为机

制的三个条件，也相较于其他可能的机制更为动态、更加系统。

通过对各种联盟的考察，我们的研究表明，联盟本身的特性就暗含了影

响联盟管理的一些因素。其中，盟友间的权力对比及其意图匹配程度是最为

重要的两个因素。而盟友间相互制约的联盟管理行为就是通过由这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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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两条线来实现的。第一条线是联盟管理的物质力量，即权力对比直接

决定一方是否有实力强制约束盟友的意愿和行为，使其配合自己，来实现联

盟的维持；第二条线是联盟管理的精神力量，即盟友间的权力对比和盟友的

意图导致各盟邦产生对 “被抛弃”和 “被牵连”不同程度的恐惧，这种恐惧

会影响盟友对于继续维持联盟的意愿，从而制约联盟管理的成败。值得注意

的是，本文提出的联盟管理理论一方面纳入了对 “被抛弃”和 “被牵连”恐

惧的讨论，将其明确为影响相互制约机制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因素和

相互制约机制置于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中。具体来说，联盟管理的这两条线

并非割裂的，而是共同起作用的，两条线相互作用之后共同影响联盟管理的

成败。

由于不同的联盟盟友间的实力对比以及意图存在偏差，这就使得每种类

型的联盟会有自身特有的联盟管理过程。为此，本文分别考察了对称性联盟

和非对称性联盟在不同的成员国意图状况下的盟友互动过程，以此来进一步

研究什么样的联盟更容易管理。通过细致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

称性联盟中，若盟友意图一致，则彼此相互制约易于成功，联盟容易管理；

反之，则不易管理。非对称性联盟中，只有当强国为防御性国家、弱国为进

攻性国家时，相互制约难以实现，联盟才较难管理；其他情况下，联盟管理

相对容易。

本文的三个案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结论。法俄联盟作为一个对称的进攻

性联盟，意图匹配程度成为决定相互制约难易、联盟管理成败的关键，而高

度的意图一致性促成了两国强烈的联盟维系意愿，最终实现了联盟的有效管

理。相较之下，中苏联盟则命途多舛，复杂得多。尽管在联盟建立之初，中

苏联盟是一个非对称的进攻性联盟，维系相对容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联盟本身的特性发生了变化。中苏之间的实力对比差距缩小的同时，两国的

意图也变得不再一致。这样的变化引发了上述所谓的联盟管理的两条线运作

的偏差，最终导致了中苏联盟的破裂。美日联盟则更好地验证了在关键时刻

一方拥有绝对强制力的作用。法俄联盟、美日联盟的维系以及中苏联盟的破

裂这三个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上文提出的联盟管理理论，为我们理解

联盟管理过程提供了直观的历史支持。

联盟管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本文的理论只能在尽可能囊括更多社

会事实的基础上对这一过程进行简化。此外，现实中的联盟管理并非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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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的、割裂的联盟系统内，其运行也会受到其他联盟或者国家行为的

影响，例如蒂莫西·克劳福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Ｃｒａｗｆｏｒｄ）提到的 “楔子战略”

（Ｗｅｄ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① 尽管未来的研究有可能将联盟外国家的行为纳入到考

虑的范围内，但是本文目前的研究只是试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联盟系统内给

出一个较为完善的联盟管理理论，从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联盟维持和管理

过程的理解。

最后，我们希望本文能够对国内国际政治和安全战略学界正视中国的联

盟战略、并且进行深入研究起到一定推动作用。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行为

体在生存竞争中都意识到了联盟的作用，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结盟共同对抗

蚩尤或许是历史上最早的联盟之一。从古至今，中国的领导人 （如孙中山、

毛泽东）和战略学者 （如苏秦、张仪）都发展出了相当丰富的联盟思想。如

果不理解联盟政治，我们就无法理解古代和现代中国的命运。而新政权建立

之初，中国就选择了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结盟的 “一边倒”政策。中苏联

盟破裂后，中国也尝试过 “光荣孤立”、 “团结第三世界”的所谓 “不结盟”

政策，实际上，“团结第三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政策。后来，“光

荣孤立”加 “团结第三世界”的政策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选择加入

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中国在１９７２～１９８９年这段时间维持了与美国、

日本的 “准盟友”（ｑｕａｓｉ－ａｌｌｙ）关系。此外，中国与巴基斯坦还保留了 “全

天候朋友”的联盟关系。因此，为了放宽中国的安全战略思维，为了中国安

全战略的长远发展，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联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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